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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内法规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理论ꎮ 党对社会的

领导源自党的政治感召力与道德号召力ꎬ 除党的工作部门直接统筹的社会事务

外ꎬ 党内法规不宜为全体公民设立行为准则ꎮ 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体现为

党自身的执政行为ꎬ 以及基于行使公权力的非国家机构所具有的 “准国家政权

机关” 的事实地位ꎬ 党内法规效力可在实际上通过党组等党的组织作用于人

大、 政府、 政协、 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 人民团体、 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及其内部成员ꎮ 党内法规中的问责条款需要国家

法律进行衔接的ꎬ 可视为党内法规的效力间接作用于国家政权主体内部的非中

共党员公职人员ꎮ

关键词: 党内法规效力　 党的领导　 溢出效力

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依托ꎮ 从根本属性分析ꎬ 前者属于具有国家意志属性

的法律制度ꎬ 后者属于具有政党意志属性的政治制度ꎮ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权和执政权具有宪法上的依据ꎬ 因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作为实践权力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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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具有共通性ꎮ① 法治与政治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ꎬ 尤其在党内法规被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现实下ꎬ 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

成的党内法规ꎬ 既要与 “党的领导” “党的执政” 等政治理论、 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重要政治论述紧密结合ꎻ 又要充分运用法治国家建设的法理逻辑、 法学研

究的基本价值观与方法论ꎮ 按照上述逻辑ꎬ 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党内法规基础

理论研究中的 “溢出效力” “溢出效应” 进行具体形态的分析ꎬ 通过说明党内

法规效力之于党外主体的作用方式ꎬ 明确党内法规自身的效力边界ꎬ 以期为国

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二者的协调建设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撑ꎮ

一、 党内法规效力作用于党外主体的方式

对于内涵而言ꎬ 党内法规效力是 “党内法规产生的实然作用” ꎬ 具有丰富

的内部结构ꎬ 学界对此存在 “二要素说” 与 “三要素说” ꎮ 其中ꎬ “二要素说”

认为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蕴含着 “保护力” 和 “约束力” ꎬ 当提倡激励其调整对

象行为时则为 “保护力” ꎬ 当抑制约束其调整对象行为时则为 “拘束力” ꎮ②

“三要素说” 认为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是 “引领力” “规范力” “执行力” 的合

成状态ꎮ③ 相较于 “二要素说” 将党内法规效力限定于应然状态导致其内涵偏

狭化ꎬ “三要素说” 将党内法规的 “内部要素 (应然状态) ” 转化为 “外部约

束 (实然状态) ” ꎬ 更为全面地解释了党内法规效力的内涵ꎮ 在 “三要素说”

看来ꎬ 党内法规的 “引领力” 在于党内法规体现了党的意志ꎬ 具有道德合理

性和内容正确性ꎬ 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基于政治认同而自觉遵守ꎻ 党内法规的

“规范力” 在于党内法规由党的权威机关发布ꎬ 一经通过便可成为相关调整对

象的行为准则ꎻ 党内法规的 “执行力” 在于党内法规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ꎬ

其调整对象一旦违规就要受到党纪处分ꎮ 党内法规的 “引领力” “规范力”

“执行力” 在作用于其调整对象时应同时出现ꎬ 不可割裂开来ꎮ 在这三种要素

中ꎬ 基于党的先锋队性质ꎬ 党内法规的 “引领力” 和 “规范力” 会对党外主

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ꎬ 但若在具体场域中难以出现 “执行力” ꎬ 或者 “执行

力” 难以与国家法律效力进行衔接ꎬ 则不应认为党内法规的效力作用于相关

主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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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延而言ꎬ 党内法规效力即 “党内法规的生效范围” ꎬ 包括属人效力、
属事效力、 属时效力、 属地效力ꎮ 相较而言ꎬ 党内法规效力最直接体现在属人

效力之上ꎬ 党内法规的属时效力和属地效力不过是相关主体在不同时空的定位

而已ꎮ 由于 １９９０ 年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 和 ２０１２
年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均将党内法规的效力范围限定在

“规范党组织的工作、 活动和党员行为” ꎬ 这一沿用多年的不周延定义令一些

学者认为党内法规的效力仅作用于党组织和党员ꎬ 并进一步认为部分党内法规

具有 “越权” 之嫌ꎮ 在实践中ꎬ 党内法规的确对部分党外主体具有效力ꎬ 学

理界通常称之为 “溢出效力” 或 “溢出效应” ꎮ ２０１９ 年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对党内法规的概念作出新的阐释ꎬ 并按照直接规定事务内

容的方式作出如下定义: “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ꎬ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

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 规范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 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ꎮ” 对此ꎬ
有学者认为这一修改体现出一定的承认党内法规具有 “溢出效力” 的倾向ꎮ①

尽管学理界已经注意到党内法规 “溢出效力” “溢出效应” 的现象ꎬ 但对

于党内法规效力如何作用于党外主体仍未能形成一致看法ꎬ 存在 “直接作用

说” 与 “间接作用说” 的对立观点ꎮ “直接作用说” 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二: 其

一ꎬ 有学者认为ꎬ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领导与执政地位ꎬ 当涉及党建必要需

求、 党政竞合事务或者党直接管理的特定范围时ꎬ 党内法规会产生一种正当的

溢出效力去调整党外主体ꎮ② 其二ꎬ 有学者认为ꎬ 党内法规是自治规范与宪法

惯例的结合体③ꎬ 或是与党的政策的结合体④ꎬ 党内法规对于党外主体的效力

来源于介于党的主张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一种实践性过渡规范ꎮ “间接作用说”
也存在两种论证思路: 其一ꎬ 有学者认为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直接作用于党员和

党组织ꎬ 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机关、 社会公众团体设立党组织以实施

其领导职能ꎬ 因而党内法规的效力能够间接传导至党外主体ꎮ⑤ 这种观点提出

了一种 “党的领导———国家政权机关、 社会公众团体的管理———党外主体服

从” 的解释方式ꎮ 其二ꎬ 有学者认为ꎬ 党内法规对党外主体的效力是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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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ꎬ 具体处理案件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ꎮ① 换言之ꎬ 党内法

规的效力需要国家法律的衔接ꎬ 不宜以党的纪律为强制力保障直接作用于党外

主体ꎮ② 上述观点均具有翔实的法理依据ꎬ 但是ꎬ 论证党内法规效力作用于党

外主体的具体方式还应明确划分党外主体的性质ꎮ

党政军民学ꎬ 东西南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的ꎮ 党的领导又可划分为党内领

导、 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党对社会的领导ꎮ③ 具体分析这三种领导活动:

第一ꎬ 党内领导活动即 “党的建设活动” ꎮ 当党内法规规范党的建设活动时ꎬ

调整的是党内关系ꎬ 对象限于党组织和党员ꎮ④ 这部分党内法规并不是本文所

讨论的范畴ꎮ 第二ꎬ 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行为主要体现为党的执政行为ꎮ

“国家政权机关” 的 “政” 本应直接指向 «宪法» 第三章 “国家机构” 所概

括规定的国家机关ꎬ 但实际情况并不止于此ꎮ 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公权

力的非国家机构组成人员ꎬ 其工资、 福利待遇均由国家财政支付ꎬ 纳入或者参

照国家公务员管理ꎬ 实质上已经具有国家政权主体的身份ꎮ⑤ 这类主体也会经

由国家授权或者委托行使国家公权力⑥ꎬ 即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关ꎬ

也获得了 “准国家政权机关” 的现实功能及事实地位ꎮ 党在国家政权机关和

准国家政权机关中设立党组ꎬ 并将自身的执政行为覆盖至人大、 政府、 政协、

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 人民团体、 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行使公

权力的组织及其内部成员ꎮ 第三ꎬ 党对社会的领导是人民基于自觉服从ꎬ 为实

现政党所提出的价值观念、 路线、 政策而共同奋斗的活动ꎮ⑦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ꎬ 要 “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

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ꎮ 国家从市民生活分化出来ꎬ 并形成相应的组织

从事整个社会的专门管理活动ꎬ 行政即为国家的组织活动ꎮ 如果党陷入日常的

行政事务ꎬ 直接包揽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职责ꎬ 不仅无法集中精力研究大政方

针ꎬ 而且也很难把事情办好ꎬ 反而将自己降到了一个被领导的地位ꎮ⑧ 然而ꎬ

“党对社会的领导” 在受众对象上会与 “党内领导” “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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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叉范围ꎮ 共产党员、 党外公职人员也属于社会主体的

一分子ꎬ 但由于他们还具有一定的政治身份或权力身份ꎬ 党内法规对他们的效

力显然不能在 “党对社会的领导” 范畴内进行解读ꎮ 严格地讲ꎬ 本文所指的

社会主体是党员和党组织之外的且不具备实施公权力资格的社会主体ꎮ

二、 党内法规对社会主体的效力要保持谦抑性

(一) 党与社会主体的领导关系呈现 “领导—追随” 范式

党内法规建设反映出党的领导方式的内在逻辑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ꎬ 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ꎮ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无产阶级

中一部分先进成员组织成立了共产党ꎬ 旨在通过理论宣传、 政治斗争、 武装割

据等手段在无产者群体内部凝聚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ꎬ 为夺取国家政权积累充

足的物质力量ꎮ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６ 日ꎬ 毛泽东在一份名为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

题» 的党内指示中提出ꎬ 党的领导权 “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ꎬ

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ꎬ 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ꎮ 可见党对人民群众的

领导权是一种号召式的说服与教育ꎬ 对于党外人士而言并不具有必然的强制

力ꎮ 在革命战争年代ꎬ 党的领导之所以具有实际效力ꎬ 是因为党代表了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人民群众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ꎬ 用实际行动支持和拥护党取

得全国的政权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党仍然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自身的最

大政治优势ꎬ 坚持走群众路线ꎮ 八大党章明确指出ꎬ 党的主张的实现 “都要通

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②ꎬ 十九大党章将相关表述进一步发

展为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ꎮ 因此ꎬ 党对社会主体的领导通

常是采取非强制措施ꎮ 党内法规在针对党对社会的领导事务时ꎬ 应着眼于规范

党的组织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ꎬ 而非社会主体应该如何追随的问题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 党的内部治理和党的对外领导是两种泾渭分明的党务关

系ꎬ 党内法规针对内部治理的效力往往更强ꎬ 党对社会公众的领导往往采取

宣传、 教育、 引导、 号召等非强制方式ꎬ 此时党内法规的实际效力依赖于群

众的自觉响应程度ꎮ③ 这种观点将党内法规的效力内涵作限缩解释ꎬ 将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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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 与 “引领力” “规范力” 分割论证ꎮ 党内法规若没有行之有效的强制

力确保实施ꎬ 便难以体现其特殊的治理功能ꎬ 其性质也无异于道德规范ꎮ

(二) 党内法规对社会主体效力具有严格的边界

有学者以具体规范举例ꎬ 试图论证党内法规对社会主体具备效力ꎮ 例

如ꎬ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 第 ２８ 条规定ꎬ 在调查过

程中ꎬ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ꎬ 有关组织和个

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ꎬ 不得拒绝和阻挠ꎮ 需要明确的是ꎬ 根据 «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 第 ２８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 对于

“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 是党外人员的ꎬ 应建议其主管机关予以追究ꎮ

也有学者以具体规范举例ꎬ 批评党内法规超越自身效力边界的现象ꎮ 例如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 办企业的规

定» 第 ５ 条规定ꎬ “领导干部的子女、 配偶ꎬ 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

事业单位工作的ꎬ 一律不得离职经商、 办企业ꎻ 不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

列的事业单位工作的ꎬ 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和关系经商、 办企业ꎬ 非法

牟利ꎮ 对违反规定的ꎬ 要严肃处理ꎮ 非法所得ꎬ 一律没收ꎮ” 但实质上ꎬ 该

规定并不直接作用于党政干部的子女、 配偶ꎬ 而是限定对党政干部本人的 “给

予组织处理” 或 “以违纪论处” ꎮ① 党内法规仅能以 “党的纪律” 为保障对党

政干部提出直接的要求ꎬ 禁止党政干部对 “不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

事业单位工作的” 子女、 配偶提供任何不当帮助ꎮ 因此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通

常情况下不作用于社会主体ꎬ 基于相关事例的论证是对具体规范的错误

解读ꎮ

当然ꎬ 党内法规是一个庞大的规范体系ꎬ 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ꎬ 通过

反驳 “对具体党内法规规范的解读” 得出 “党内法规对社会主体不具备效力”

的结论也是难以具有说服力的ꎮ 现实中ꎬ 党内法规也的确会调整部分社会事务

进而对社会主体产生效力ꎬ 尤其是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 将 “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 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ꎬ 要求中共

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对意识形态工作、 宗教侨务工作进行统一归

口协调管理ꎬ 以此进一步发挥党的工作部门的实际作用ꎮ 基于相关工作制定的

党内法规可通过与国家法律相衔接的方式对社会主体产生间接的效力ꎮ 例如ꎬ

«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 第 １６ 条就规定ꎬ “所有新闻媒体均不得

对擅自举办的全国性评奖活动进行宣传报道ꎮ 违规进行宣传报道的ꎬ 依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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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ꎮ 此规范旨在解决全国性评奖过多过滥的状况ꎬ 对

于国家法律来讲过于微观ꎮ 在立法技术上ꎬ 此类现象尚不足以引起对非党媒、
社会自媒体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ꎬ 党内法规可以将此类事务统一规范起来ꎬ 并

通过问责条款将相关事务协调至国家法律的规范之中ꎮ 但是ꎬ 党内法规在制定

环节需要保持一定的 “谦抑性” ꎬ 对于不属于党的工作部门统筹而又需要对社

会主体施加义务的事务ꎬ 则应该优先考虑进行专门立法ꎮ
(三) 国家法律填补党内法规的 “规范空白”

我国宪法以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明确了

党的领导的国家意志属性ꎬ 党内法规是关于党的建设和领导活动的规章制度ꎬ
党如何进行自身建设、 对外领导直接体现着政党意志ꎬ 可直接适用党内法规加

以规范ꎮ 党内法规的治理范围要严格限定在执政权的运行和党内事务的管理ꎬ
而非为社会主体设立行为准则ꎮ①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具有各自的调整范围ꎬ
就如部门法之间具有明确的分工一般ꎬ 二者不应替代彼此应然存在的效力ꎬ 造

成法治体系内部的逻辑混乱ꎮ
党内法规对社会主体的效力保持 “谦抑性” 并不意味着党对社会的领导缺

少具有强制力的制度保障ꎮ 基于利益的衡量ꎬ 一旦社会主体实施了足以侵害国

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ꎬ 国家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就必须介入以 “保障党

的领导” ꎮ 第一ꎬ 保障党的领导与维护国家利益密切相关ꎮ 长期以来ꎬ 西方反

华势力将意识形态领域作为突破口ꎬ 乘机宣扬所谓的 “普世价值” ꎬ 企图制造

“颜色革命” ꎬ 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ꎮ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

全观要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ꎬ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③ꎬ 尤其重视在网络意识形

态领域的斗争ꎬ 近年来的立法工作也格外重视完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ꎮ 第二ꎬ
保障党的领导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ꎮ 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ꎬ 一些

人以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方式言论攻击、 抹黑、 歪曲党的领导ꎮ 实际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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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烈士的事迹已经演化为客观存在的民族情感、 社会情感和社会道德①ꎬ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事迹

亦演化为客观存在的民族情感、 社会情感和社会道德ꎮ 随着 «英雄烈士保护

法» «民法典» «刑法修正案 (十一) » 等相关法律规范相继出台ꎬ 基于历史

虚无主义的侵权行为、 违法行为也得到了有效的规制ꎮ 以上均是国家法律在具

体层面对党的领导的保障ꎮ 国家法律的效力足可以覆盖至所有社会主体ꎬ 国家

法律可以基于利益的衡量以国家强制力面向社会主体划定 “行为自由” 与

“行为违法” 之间的明确界限ꎮ

此外ꎬ 还要补充的是ꎬ 党内法规也可以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等领域发挥引

领作用ꎮ «人民日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刊发的王岐山署名文章 «坚持党的

领导　 依规管党治党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就指出ꎬ “有些规

范、 要求在全社会还不具备实施条件时ꎬ 可以通过对党员提出要求ꎬ 先在党内

实行ꎬ 不断调整完善ꎬ 辅以在全社会宣传引导ꎬ 条件成熟时再通过立法在国家

层面施行”②ꎮ 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引导作用实质上是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

体现ꎮ

三、 党内法规应具备对国家政权主体的效力

(一) 党与国家政权主体的领导关系呈现 “领导—服从” 范式

执政是指政党通过宪法控制国家政权以实施公共权力的活动③ꎬ 党的执政

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实现的ꎮ 如果说党对社会主体的领导是基

于政治权威而产生的追随效应ꎬ 那么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政实为一种权力模

式ꎬ 被领导一方需要服从ꎮ 党对国家政权的全面领导在现实中也是必要的ꎬ 这

涉及一个国家政权的性质ꎮ 列宁认为: “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ꎬ 才能领导自

己的国家”④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党政主体 “无论怎么分工ꎬ 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⑤ꎮ 在我国ꎬ 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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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有机统一的ꎬ 党的执政要依托法治方式对国家政权机关产生强制力ꎬ 法治

建设又要在党的领导下依托人民民主程序不断发展完善ꎮ 因此ꎬ 党的执政必须

做到依法执政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依法执政ꎬ 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ꎬ 也要

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①ꎬ “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 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②ꎮ 作为规范党的领导

活动的规章制度ꎬ 党内法规具有规范政党执政权的效力ꎮ 党内法规在调整党的

执政活动时ꎬ 虽然名义上是 “管党治党” ꎬ 但其效力可以作用于设立在国家政

权机关、 准国家政权机关之上的党组ꎮ 根据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第 ２

条的概念界定ꎬ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经济组织、 文

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ꎬ 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

用ꎬ 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 ꎮ 在功能上ꎬ 党组作为党组织

的派出机构ꎬ 构建起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机制ꎮ 党内法规本应属于中国共

产党 “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的 “软法” 规范ꎬ 鉴于

党组职责涵盖 “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 “做好干部管理工作” 等内

容ꎬ 其党务的处理与调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的运行ꎬ 因此中国共产党

的党内法规必然具备一定的 “硬法” 性质ꎮ③ 从这个角度来讲ꎬ 党内法规只有

对设立在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主体之上的党组产生效力ꎬ 才能确保党的长

期执政、 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ꎮ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既要靠国家法律又要靠党内法规ꎬ 也就是说ꎬ 二者对

国家政权主体均具备效力ꎮ 但是ꎬ 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对同一主体的效力并不

是冲突的ꎬ 而是彼此衔接、 协调作用ꎬ 贯穿于治理与监督的进程ꎮ 从治理的过

程视角分析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作用于党的意志形成并向国家政权机关表达的过

程ꎬ 国家法律的效力主要调整人民意志的形成与表达过程ꎮ④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ꎬ 要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

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ꎬ “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

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ꎮ 党组织关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 干部提名ꎬ 应当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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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ꎻ 至于党组织如

何进行决策、 怎样进行提名便是党内法规所要调整的党务ꎮ 从权力的监督视角

分析ꎬ 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ꎬ 推进监察、 纪检两项

职责一体化与法治化的实际履行ꎮ 在合署办公中ꎬ 涉及监察的事项要协调至国

家法律ꎬ 涉及纪检的事项便由党内法规来调整ꎮ

(二) 党内法规效力作用于国家政权主体的路径

党组嵌入国家政权机关、 准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机构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也

通过党组传送至行使公权力的党外组织ꎬ 并直接作用于内部的非中共党员公职

人员ꎮ 然而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以党的纪律为强制力保障ꎬ 事实上不能直接给予

党外主体党纪处分ꎬ 当涉及问责内容时ꎬ 党内法规将国家法律的效力传导至相

关党外主体ꎬ 对于自身而言形成一种间接作用的效力运作方式 (见图 １) ꎮ 在

实践中ꎬ 党内法规对国家政权主体的作用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典型范式ꎮ

图 １　 党内法规效力作用于国家政权主体的路径

第一ꎬ 党内法规对国家政权主体提出了政治原则、 政治方向、 重大决策ꎬ

其效力通过党组直接作用于国家政权机关ꎮ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 提出要完善党领导国家法治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 统

一战线工作、 群众工作、 外事工作、 军队政治工作等 ８ 个方面的 “党的领导和

党的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 ꎮ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 » 提出要完善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经济工作、 法治工作等方面

的 “党的领导法规” ꎮ 相关党内法规的作用之一就是贯彻落实党对国家政权主

体提出的原则、 方向、 决策ꎮ 例如ꎬ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第 ６ 条规定ꎬ

党中央全面领导农村工作ꎬ 统一制定农村工作大政方针ꎬ 统一谋划农村发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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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ꎬ 统一部署农村重大改革ꎮ 该条例第 １４ 条至第 １９ 条分别提出加强党对

农村经济建设、 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农

村社会建设、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以及农村党的建设ꎬ 这些是对第 ６ 条的

相关 “大政方针” “重大战略” “重大改革” 的具体化ꎮ 国家政权主体要严格

遵守执行党内法规的相关规定ꎬ 该条例第 ３１ 条规定ꎬ “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和主要负责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农村工作职责的ꎬ 应当依照有关党内法规

和法律法规予以问责ꎻ 对农村工作履职不力、 工作滞后的ꎬ 上级党委应当约谈

下级党委ꎬ 本级党委应当约谈同级有关部门” ꎮ 可见ꎬ 党内法规的问责条款对

于国家政权主体内部的非中共党员公职人员的效力还是需要由国家法律进行衔

接ꎬ 仅就这部分而言ꎬ 党内法规的效力是间接的ꎮ 当然ꎬ 也可认为ꎬ 此时党内

法规对非中共党员公职人员的效力实际上来源于国家法律ꎮ 但必须指出的是ꎬ

若党内法规没有面向党外公职人员的相关职责作出细致规定ꎬ 国家法律也难以

对相关主体进行追责ꎮ 因此ꎬ 并不能认为党内法规对相关主体不具备效力ꎮ 基

于党内法规的指引作用ꎬ 党内法规效力与国家法律效力之间可以做到有效的衔

接ꎬ 仅在问责条款上ꎬ 党内法规对党外公职人员的效力是一种间接的作用ꎮ

第二ꎬ 党内法规规范了公职人员的管理、 选任、 考评等工作ꎬ 其效力直接

作用于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群体ꎮ 其一ꎬ 党政领导干部中的非中共党员要受

到党内法规的调整ꎮ 党组织要依据法定程序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领导干

部ꎬ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适用范围包含了国家政权机关的党员

干部ꎬ 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也需要参照执行ꎮ 此外ꎬ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

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 等

党内法规的文本中虽未出现 “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参照执行” 的字样ꎬ 但党

内法规的作用是明确国家政权机关党组对于干部管理的细致内容ꎬ 这种效力也

直接作用于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ꎮ 在党内法规涉及对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的

问责时ꎬ 往往规定 “提请任免机关予以罢免” 或者给予 “政纪处分” ꎬ 此时亦

是上文所述的 “间接效力” ꎬ 不再进行赘述ꎮ 其二ꎬ 公务员中的非中共党员要

受到党内法规的调整ꎮ 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ꎬ 原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公务员局

并入中共中央组织部ꎬ 成为党的部门ꎮ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ꎬ

其职责之一便是 “研究拟订公务员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草案并组织实施”①ꎮ

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根据 «公务员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发布了一系列党内法规ꎬ

如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公务员录用规定» «公务员调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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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培训规定» «公务员范围规定» 等ꎮ 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分析

法学的视角看ꎬ 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其强制力实施的规范体系ꎬ 党内法规

要与国家法律在性质上作出明确区分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涵盖党内法

规和国家法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ꎬ 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

手段ꎮ 如今ꎬ 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行使了 “党管干部” 的具体职能ꎬ 也可依

据国家法律对 “党管干部” 原则作出党内法规的具体规定ꎬ 但相关党内法规

的性质是一种 “公务员管理政策” ꎬ 而不是国家法律①ꎬ 其效力仍然是通过党

组作用于党外公务员群体ꎮ

以上两个方面仅仅是党内法规效力作用于国家政权主体的典型ꎬ 党内法规

亦在政治理论学习、 作风纪律建设等多个方面对国家政权主体产生效力ꎬ 但这

些都离不开 “党组” 这个效力传输的桥梁纽带ꎮ

(三) 党政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对国家政权主体效力的表现

党政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效力仍不宜广泛作用于社会主体ꎬ 而应限于国家

政权主体ꎮ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明确规定ꎬ “制定

党内法规涉及政府职权范围事项的ꎬ 可以由党政机关联合制定” ꎮ 党政联合制

定的党内法规在调整对象上既包括党组织、 党员ꎬ 也包括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ꎻ 在规范的事项上既涉及党内事务ꎬ 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事

务ꎮ② 此时ꎬ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实质上是合二为一、 融为一体ꎬ 最后统一于

党内法规ꎮ③ 党政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在现实中较为常见ꎬ ２０２１ 年出版的由中

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撰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 共收录了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出台的 １８３ 部党内法规ꎬ 以此为样本ꎬ 统计发现有 ５３ 部党内

法规是通过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发布的 (见表 １) ꎬ 这些党内法规分布在党的

领导法规、 党的自身建设法规、 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之中ꎬ 其对国家政权主体的

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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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爱民和贺丽从重构社会主义法概念的视角论证了党内法规的法属性ꎬ 认为 “法是指特定公权力主

体制定或认可的、 并以公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ꎬ 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ꎬ “党内法

规和国家法律均属于社会主义法”ꎬ 具有说服力ꎮ 但这种观点仍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作出明确区

分ꎬ 提出ꎬ “在中国ꎬ 政党在国家结构中ꎬ 公权力主体包括党组织与国家机关ꎬ 其法治形态是二元

的ꎬ 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ꎮ 参见欧爱民、 贺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概念之重构———以党内

法规法属性定位为视角»ꎬ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著: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相关规定释义»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４９ 页ꎮ
参见章志远主编: «党内法规原论»ꎬ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４５ 页ꎮ



表 １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 中涉及党政联合发文形式的部分

类别 举例 发布机关

党
的
领
导
法
规

党领导法治建设
(２ 部)

«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规定» (２０１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党领导思想文化宣传
(２ 部)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网上名称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１４)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党领导社会治理
(４ 部)

«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
责任制规定» (２０１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党
的
自
身
建
设
法
规

综合
(１ 部)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
规定» (２０１０)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党的组织建设
(８ 部)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
法» (２０１７) 中共中央组织部、 教育部

党的作风建设
(９ 部)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 (２０１３)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党的纪律建设
(８ 部)

«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
钩的规定» (１９９３)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党
的
监
督
保
障
法
规

监督
(８ 部)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
定» (２０１７)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奖惩
(５ 部)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２０１７)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党员权利保障
(１ 部)

«关于保护检举、 控告人的规定»
(１９９６)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部

机关运行保障
(５ 部) «机关档案工作条例» (１９８３)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第一ꎬ 党政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规定了有关 “党政同责” 的事项ꎮ 习近平

总书记就曾明确指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

管” ꎬ “该担责任的时候不负责任ꎬ 就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①ꎮ 这也是党的

十八大后中央对党政干部提出的新要求ꎮ 如今ꎬ “党政同责” 的原则已深入食

品安全、 生态保护、 社会治安、 法治建设、 信访工作等多个领域ꎬ 党政联合制

定的党内法规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较好的回应与实践ꎮ 第二ꎬ 党政联合制定的党

内法规规定了有关 “党管干部、 党管人才、 党管人事” 的事项ꎮ 例如ꎬ 中共

中央组织部、 教育部联合制定了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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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ꎻ 中共中央组织部、 科学技术部联合制定了 «科研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ꎻ 中共中央组织部、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联合制定了 «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ꎮ 第三ꎬ 党政联合制定

的党内法规规定了有关 “党对具体工作要求” 的事项ꎮ 党政联合制定的党内

法规包含了厉行节约、 节庆活动、 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等具体工作事项ꎮ 由于

党内法规对党内主体的政治觉悟与党性道德具有较高要求ꎬ 党政联合发文无疑

是对党外公职人员设置了更高的行为规范底线ꎬ 这就将党的内部领导和党对国

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中对公职人员的要求高度地统一了起来ꎮ

四、 结　 　 论

根据 “党的领导” “党的执政” 等相关理论ꎬ 党内法规对于党外主体的效

力可总结为三种形态ꎮ 第一ꎬ 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行为即执政行为ꎬ 具有

必然的强制力ꎮ 执政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转化ꎬ 也就是将党的领导转化为立法

权、 行政权、 审判权、 监察权等具体权力ꎬ 进而引领社会的发展ꎮ 然而ꎬ 在中

国亦存在实施社会公权力的团体ꎬ 尽管它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

关ꎬ 但由于党设立了党组织领导其权力的运行ꎬ 实际上也获得了 “准国家政权

机关” 的地位ꎮ 党内法规对 “国家政权机关” 和 “准国家政权机关” 的效力

体现了党对公权力组织的全面领导ꎬ 具有保障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的重要作用ꎮ 第二ꎬ 党内法规提出的政治原则、 政治方向、 重大决策ꎬ 以及有

关公职人员的管理、 选任、 考评等规范ꎬ 均是对国家政权主体的党组提出的直

接要求ꎬ 党组的职责涵盖了 “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 “做好干部管理

工作” 等内容ꎬ 对于其内部成员是具有强制力的ꎮ 党内法规不能对非中共党员

的公职人员进行党纪处分ꎬ 但党内法规效力和国家法律效力是彼此衔接、 协调

的ꎬ 党内法规涉及的相关问责条款可被指引至国家法律ꎮ 因此ꎬ 党内法规的问

责条款对于党外的公职人员来讲具有间接的效力ꎮ 第三ꎬ 党对社会主体的领导

是基于自身的政治号召力和道德感召力ꎬ 由人民群众自觉进行追随ꎬ 这一领导

路径多采用非强制方式ꎬ 党内法规在针对此类事务时也应着眼于党如何领导的

问题ꎬ 而非绕过国家法律对社会主体施加义务ꎮ 党可以充分发挥领导立法的职

能ꎬ 通过国家法律为社会主体设立自身的行为准则ꎮ 但是ꎬ 对于党的工作部门

直接统筹的社会事务ꎬ 党内法规也可通过问责条款与国家法律相衔接ꎬ 对社会

主体产生间接效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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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ｏｗｎ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 ｑｕａｓｉ￣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ｆａｃｔ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ꎬ ＣＰＰＣ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ꎬ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ｓꎬ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ꎬ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ｏｖｅｔａｉ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ꎬ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ꎻ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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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对党外主体效力的类型化分析


